
■受访者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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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下的媒体自由

《出版商务周报》：我注意到，您在大陆出

的第一本书， 是上世纪 80年代和崔之元先生

一起翻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

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Arrow）的《社会

选择与个人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

收入了“走向未来丛书”，成为那个年代具有启

蒙作用的图书之一。现在您觉得这本书对您的

学术研究起到了什么作用？

陈志武： 和崔之元一起翻译这本阿罗的

书，对我很有帮助。通过阅读，我看到了民主等

问题也可以用数学方法计算，决策和规则也可

以成为严格的科学研究问题，采用数学化的方

法研究。 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因为这本

书，让我对数学、政治、经济乃至于文化都感兴

趣，这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也是有影响的。 上

世纪 80年代的时候，我在耶鲁大学读书，也注

意到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研究问题，特别是信

息不对称问题。 诸如对政策、 委托 - 代理关

系、企业管理等的研究，都是在信息不对称的

条件下推出的。 正是在这样的假设上，我特别

关注市场之中因为信息的不对称而出现的扭

曲，从而造成的危机。

《出版商务周报》： 我也注意到您出版过

《媒体、 法律与市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也正是因为您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使您特别

强调媒体的自由？

陈志武：是这样的。新闻媒体必须开放、自

由。要发展市场经济，信息的自由畅通、言论的

自由发表都特别重要。 媒体要起到收集、传导

信息的作用。 如果不放开媒体，股市也会信息

浑浊，会导致出现错误判断，交易价格、资源配

置等等会被扭曲，甚至酝酿危机。

我在研究中将理论与实例结合起来，努力

将结论表述出来，让一般人只要从这个角度思

考都能看得懂，并不深奥。

通过金融市场达到个人自由

《出版商务周报》：您在《为什么中国人勤

劳而不富有》等书中，非常强调从制度经济学

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

陈志武：人的任何行为都在一定的制度之

中，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等。 制度

影响、约束着人的行为，决定了什么是可以做

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市场经济，也是在制度

规范下运作。制度当然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

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习惯，造成中国人

本能地认为人是属于社会的， 必须要约束起

来，要不就乱了。 所以，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

规矩、秩序等，人就没有自由。 中国知识分子，

更不用说统治者， 历来就是惯于把人当工具

看，而不是把人当人看，所以在中国就没有出

现诸如人的权利学说。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看

来，只有“救中国”的情怀，而没有听说过知识

分子要有“救中国人”的情怀。现在“中国”强盛

了，但还是没有听到几个人说该救中国人了。

中国的很多问题， 在于人受到方方面面

的制约。 回想我们走过的 60 年，前 30 年，首

先是把过去的制度摧毁了，但加上去的是更

具强制力的制约；后面的 30 年里，又是重新

推回去， 恢复基于自愿选择的市场制度，社

会随即变得开放，把人要过好生活的本能冲

动和能力释放出来，自由度提升了，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都有提高。 可是，作为个人的

“中国人”还是没有完全解放。

《出版商务周报》：在《金融的逻辑》收入

的文章中，您对儒家文化特别是“养儿防老”

的隐性融资方式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您这样

的观点会不会导致一些人批评您是“唯经济

论”或者“唯金融论”？

陈志武： 我希望从人类的进程看中国文

化。 有些人一说到传统文化，就说它维持了几

千年，为什么要调整？ 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得

要领的。 因为他们只看到自然时间的长短，而

没有看到相对时间的长短。

看待时间进程，有几种方法。 首先是一种

自然的、物理的时间，一天 24小时，太阳起落，

日月更替；第二种是用朝代，比如是万历多少

年、康熙多少年、乾隆多少年。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计时方法是，

用人类的进展程度来算。 人类文明的几千年

来，农业社会占主要的，比较稳定，人均 GDP

增长不大。从公元元年到公元 1880年，全球人

均 GDP 翻了一倍，我们可以把“世界 GDP 翻

一倍”作为一个时间单元。从公元 1880年到现

在，世界人均 GDP 翻了 7 倍，也就是，在最近

这自然时间 120多年里， 世界进步了 7 单元，

而之前的 1880年里，世界才进步一单元。

中国怎样呢？从秦汉到清末，人均 GDP两

千多年来基本没什么变化，呈现一种静态的面

貌，也就是按人均收入增长幅度算时间，中国

社会两千多年没有动过。 从清末到现在，一百

多年里，中国人均 GDP翻了六七倍，根据人均

收入增幅定义的相对时间是往前迈出了 7 单

元，其进步大大超过民国之前的两千多年！ 如

果从这个角度看， 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

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确支持了中国社会，但那

两千多年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点， 没有动过，

社会基本上是死水一潭。 也就是说，那种社会

文化与制度只经历过一种时态的检验，而不是

像人们说的经历过漫长时间的检验。这种社会

进程是有问题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

过去中国的社会秩序写得很清楚： 几千年来，

中国社会死水一潭！

现在中国社会人口流动幅度远非过去能

比，市场扩大，市场跨地区一体化，乃至全球化

等现象都已经比较明显。 在这样的新背景下，

儒家主张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终于有了一

次大的挑战，过去的制度显然不再适用了。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 是为了个人的幸

福，而个人的幸福，既表现在是否吃得饱、穿得

暖，也更体现在人生活得是否体面，是否有尊

严，是否有创新的自由，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自

由。 说到底，就是要“活得像个人”。 人不是工

具，被别人随意使用，人的价值超越工具。个人

的自由解放才是最终目的。

我的看法恰恰不是“唯经济论”或者“唯金

融论”。 我是强调， 在把人的利益交换等由市

场、特别是金融市场胜任之后，人际关系包括

婚姻、家庭、朋友等中间，感情才会更真实、纯

粹。传统的儒家孝道是把人看作了实现经济目

的的交易工具，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以后

为别人的目的服务，在这种格局中，一切都先

定了，是出生到这个社会、这个家里的人没有

选择的，是别人先给定好的。“养儿防老”，“三

纲五常”，这种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不能逃脱。

我是通过金融的逻辑，发现“养儿防老”孝

道体系，这种工具性的安排极不合理的，不把

人当人看。 当然，好在今天有越来越发达的金

融市场，正在改变这些安排，让人活得更自由。

每个人可以通过购买债券、保险、养老金这些

非人格化的金融产品，通过市场交易，更为自

由地过一辈子，不需要当别人的工具，也不需

要把别人当工具。

我强调金融交易不仅是为了给企业融资、

个人发财、买房子，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对于

解放个人，特别是对于解放中国人，其意义深

远。 其终极目的，是将个人从传统的制约框架

中解放出来。只有市场经济加金融市场才能救

中国人。 过去“五四”的先知先觉们，高举“科

学”、“民主”、“自由”等旗帜，倡导中国人的自

由解放，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市场经济、金融

市场是实现这些梦想的基础。加之其他条件限

制，这些呼唤一直没有落实。 而中国反而走向

了公有制经济，每个人更为不自由。

今天，因为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我们正

在从这个架构中解放出来，从“孔家店”和其他

约束中解放出来。 这不是出于我的个人偏好。

客观地讲，金融市场是为每个人的解放奠定了

基础，可以让我们实现自由的志向。

中美之间的冷静观察

《出版商务周报》：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

的一些学者和媒体对美国的危机大肆渲染，甚

至质疑我们金融改革的方向。 而您保持着清

醒，所写的文章中强调不要夸大危机、不能因

噎废食，论证美国的金融市场乃至于经济的纠

错机制所发挥的作用。 在我看来，这次中国虽

然没有陷入危机，但是在纠错机制方面还是很

薄弱的。

陈志武：谈到中国的纠错机制，我觉得有

两方面。 一个是在大制度框架层面，一个是在

技术层面的纠错机制。目前来说，前者难；而在

技术层面，在货币政策、财经政策、住房贷款这

些方面能够应对短期的危机。 我觉得，在技术

性政策层面，我们做得很好，因为有技术专家

或者说技术官僚，一些司局级、副部级、部级等

官员，他们做得专业、客观。

但，在大制度框架中的纠错机制，则非常

有限，现有的纠错空间很小，还需要进一步改

革。 比如在经济增长模式方面，需要从出口依

赖型到依靠国内消费的转型，但是，这就需要

国有财产的民有化改革，可是，到目前，这些仍

然没有做到位。

《出版商务周报》： 当前，“中国特殊论”等

在国内甚至一些知识分子那里是很有市场的。

我在您最近所写的《从 2049 年看中国》中读到

了，中国如果不进一步改革的话，特别是在体

制方面有所突破，会问题重重，比如在 2018 年

遭遇重大危机。

陈志武：《从 2049 年看中国》，是针对当下

的一些潮流而写的。 我们会遗憾地看到，一些

对中国模式的错误判断，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

巨大的损失。一些流行的错误观点出于非理性

的情绪。 我需要把这种忧虑表述出来，至于别

人会不会改变，取决于他们，听不听没办法。但

是我要讲。

另一方面， 人类社会是存在非理性的，这

样才有意义。 如果每个人都完全理性，不情绪

化，一切都是客观的了，生活就完全平滑了。我

们看到，会有人帮助弱者，带来正面的影响，社

会才会慢慢进步。 这样才体现了我们的激情，

生活才更丰富。

《出版商务周报》：当前在国家本位的观念

下，“国富民强”的逻辑非常流行。而您在《金融

的逻辑》一书中提到了，富有的政府是不利于

发展民主、法治的。

陈志武：以往的理论告诉你，你是国家的

一员， 整个国家的财富都有你自己的一份，

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传统的臣民观的

引导下，以为国家富强、政府强，民间社会就

一定强。这些说法都是靠不住的。政府富有，

改变的动力就不足， 因为政府富有之后，不

需要老百姓的同意、 不需要老百姓手里的

钱，朝廷、政府照样能做事、能为所欲为，包

括不断扩张权力。 英美如此，中国的历史也

如此。 在中国，前不久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生活得很苦。 在强势政府的国

家里，民间社会空间不会大，也就不能发展，

权利就会被权力淹没。 国富并不必然意味着

民间也富，民穷照样能发生。

实际上，在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西方

国家的历史上，国家财政的不充裕往往对政权

有约束作用，会阻止政府权力的扩张。相反地，

一旦这些政府很富，一旦政府不需要求着老百

姓纳税时，那么，政府权力就会立即扩张，民间

权利就会被挤压。 通过研究历史看是这样，普

通人都能理解。 但是，这样的常识没有在我们

大多数人那里形成共识。

如果国家权力过强，就不会允许民间有太

多权利。每个当权者都会这样，如果我当权，钱

很多，我也不会主动放权，而是扩张权力。 当

然，这只是个比方，我这个人不喜欢权力，像我

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可能是少数吧。

金融时代的“逻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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